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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湘泽：道德责任意识建设：现实语境中公
民道德建设的一项突出任务

高湘泽

道德责任意识建设：现实语境中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突出任务
 

高湘泽（浙江财经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系）
 

[摘 要] 道德责任意识，即主体的人对与自身特定的角色和权能相联系的自己在道德上

的“份内应做之事”或“应当为没有做到份内应做之事所担当的道德过失”的自觉体认，它应当而

且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自身所应担当的道德责任 “是什么？”的明确认知和判断，

其二是对自身道德责任之“为什么？”的深刻体认。加强道德责任意识建设，以道德责任意识的

自觉来促成道德行为的自律，是当今中国公民权责关系状况、社会道德生活境况、道德推理方

式特点和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现状条件下为更加富有成效地搞好公民道德建设所必须高度重视并

着力解决好的一项突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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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概括地讲，即作为道德主体的公民对与自身的角色身份和

权利（right）、能威(power)相联系的自己在道德上的“份内应做之事”或“应当为没有做到
份内应做之事所担当的道德过失”的自觉体认，它应当而且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公
民对自身作为道德主体所应担当的道德责任 “是什么？”的明确认知和判断，其二是对自身
道德责任的主体必然性和合理性根据（即这种道德责任之基于公民自身的理由的 “为什
么”）的深刻体认。其中，第一方面内容所解决的是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的公民在一定的道德情
景中“需要做什么”的问题，它为作为道德主体的公民指明了行为的任务和方向; 第二方面内
容则解决的是主体道德责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论证（justification）问题，亦即 “对作为道
德主体的‘我’这个公民来说，为什么应当履行或承当如此责任？”这么一个问题的合理性回
答。只有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才完成了道德哲学史上“休谟难题”说的从“是”向“应

当”的过渡，[1]从而使主体的道德责任意识超越“他律性质的责任感”而成为更高一级
的“自律性质的责任感”，并进而成为促使道德主体自觉践履其应当践履的道德责任的强大的
主体思想动力。 “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建设，以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的自
觉来促成公民道德行为的自律”,乃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社会的现实语境中
为更加富有成效地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所必须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好的一项突出任务。

 
一、加强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建设，以高度自觉的公民道德责任意识来促成高度自觉的公

民道德自律行为，是当今中国社会公民权责关系状况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社会，是一个日益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社会。相对于传统的即前现代

的社会而言，现代文明社会是一个以理性自觉为基础，以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文化多元为基
本特征的文明社会。不仅如此，现代文明社会还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科技作用无处不在
的技术文明社会。理性自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文化多元，加上高度发达且得到广泛传播
和普遍应用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使得现代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权责关系状况明显不同于其在前现
代社会中的情况。首先，理性自觉、政治民主、经济自由和文化多元的结果，造成了罗纳

德․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2]，进而带来了个人行为选择的

自由自主(freedom)程度之前所未有的伸张：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外，个人在政治、经济、文
化生活及其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信奉什么价值准则、做出什么样的行为选择，等等，最终都有
赖于个人自主自由的决断。其次，正如著名德裔美籍伦理学家汉斯․约纳斯所说的那样,高度

发达且得到普遍传播和广泛应用的现代科学技术，不仅使人的能威（power）及其影响和效应
（impact and effect）的时空范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行为的



性质：以现代科技力量武装起来的现代人及其日常生活的作用对象、能威范围和影响后果都达
到了在以往的时代中人们连想都想不到的广度和深度——从空间上讲，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
现代人及其日常生活的作用对象、能威范围和影响后果已不仅仅限于与行为主体的行为直接相
关的身边、眼前的人和事、甚至不仅仅限于地球上的人和事，而是涉及到遥远的他人、他物、
他事，甚至远及宇宙太空和整个生物圈和大气层; 从时间上讲，已不仅限于与行为主体共时或
同时代的人和事，而是涉及到人类子孙后代和整个大自然的未来。 更重要的是，从人与人、
个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的相互关系来说，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人，其行为的性质比之
以往已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现代科技时代的人，其行为只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造福或贻害
于他人和社会，其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行为对大自然造成的影响乃至创伤，尚处于大自然能够
消化、承受和自我修复的范围和程度之内，因而实质上是一种并不导致人类类的毁灭和灾难、
不造成自然界生物圈实质性和毁灭性变化的行为; 以现代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人的行为，则具

有“足以导致人类类的毁灭并毁灭整个大自然生物圈”的性质。[3]现代文明社会的这些特点
汇集一起，不仅使得与人的自由和权能密切相关的人的道德责任在大小程度上得到了空前的放
大，而且使人的责任的对象和范围也得到史无前例的扩展——现代人的道德责任不只包括对属
于人类范围之内的事物的责任（例如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和全人类的责任），而且确如

约纳斯所指出的那样，已然增加了“新的责任向度” [4]，即增加了对整个大自然生物圈的责
任，从而更加凸显出主体道德责任的重要性。在此情况下，强调加强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建
设，提醒人们自觉、全面、充分地认识到自身所应承当的道德责任，便成为现代社会语境中公

民道德建设的一项突出任务。由马克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首倡、[5]以汉斯․约纳斯等人为

突出代表的把“责任”作为基本道德律令的“责任伦理”，之所以成为现代西方一种影响日盛
的伦理精神，并于近几年日益受到我国伦理学界的重视，甚至已然成为当今我国伦理学界耳熟
能详的一种伦理观念，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必然性之一即在于是。当今的中国社会虽然尚未全面
实现社会文明的现代化，但现代文明已在其基本政治、经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却恐
怕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上述现代文明社会中公民的权责关系状况已然成为（或至少是将日
益迅速地成为）我国公民权责状况的基本方面，也是一种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因而，强调加
强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建设，提醒人们自觉、全面、充分地认识和践履自身所应承当的道德责
任，亦即以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的自觉来促成公民道德生活实践中的自律，便成为当前中国公民
道德建设的一项突出任务。

 
二、强调加强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建设，以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自觉来促成公民道德生活

实践的自律，也是当今中国的道德生活境况、在这种境况中形成的公民的道德推理方式特点与
责任作为在当今社会具有普遍主体必然性和合理性根据的道德律令所具有的对于这种道德生活
境况和道德推理方式的特殊适应性共同结合的必然要求。

 
众众所周知，真正的道德行为，是道德主体自觉、自律、自为的行为。这种自觉、自律和

自为，总是基于主体对其所处的社会道德生活境况的认识、经过自身一定的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的结果——非经过道德主体的任何道德推理而实行的行为（例如奴仆在主人的命
令下跳入水中救出素不相识的溺水者），即使是一种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也并非一种自觉、
自律、自为的真正的道德行为。

所谓社会道德生活境况，实质上是一个包含多因素在内的复杂构成体，其中既包括道德主
体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状况，也包括由这种社会结构状况造就的社会基本价
值观念和社会伦理秩序规范状况等等。所谓道德推理，亦即道德主体基于对自身所处的道德生
活境况、自身的身份角色、眼前的具体道德情景和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行为可能性的认识，依
据自认为应当遵从的道德原则律令，在不同的行为可能性中做出一定的道德决断和行为抉择的
过程。作为道德主体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道德推理方式及其结果，从主体本身来
看，实际上是主体自身的知识水平、情感状况、认知能力、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等等因素在面
对一定道德情景的时候，共同参与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其中，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特别是被
主体认为具有主体必然性和合理性根据（亦即有基于道德主体自身的理由）并因而为主体所自
觉遵从的道德原则律令，往往对道德推理过程的展开路向及其结果起主导作用。从更深刻的层
面来看，任何道德主体，其知识水平、情感状况、认知能力、价值观念和思想方式，都既是个
体主观努力的结果，更是社会道德生活境况的产物。不同时代的社会道德生活境况，必然造就
不同时代在该时代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主体道德推理方式。因此，任何时代的道德建设谋划，都
必须依据各该时代的社会道德生活境况、依据在此境况中普遍流行的主体道德推理方式特点、



特别是依据在由如此这般的社会道德生活境况和主体道德推理方式特点共同构成的现实语境中
最具主体必然性和合理性根据的道德原则律令来思考问题，才可能使所做出的道德建设谋划兼
具普遍有效性根据和主体道德心理活动基础，从而对作为个人的道德主体来说富有感召力和说
服力，进而成为富有成效的道德建设谋划。加强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建设，以高度自觉的公民
主体道德责任意识来促成高度自觉的公民道德自律行为，则正是当今中国社会道德生活境况、
当今中国公民主体道德推理方式特点和“责任”作为在当今社会具有普遍主体必然性和合理性
根据的一个道德原则律令共同决定的必然要求。为说明这一点，需要对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生
活境况、当前中国公民道德推理方式的基本特点和在当今中国公民道德生活中具有普遍主体必
然性和合理性根据的道德原则律令做一扼要分析。

在前述社会道德生活境况的各主要构成因素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状况对社会的
基本价值观念和伦理秩序规范具有基础性制约作用。因此，为深入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生
活境况，有必要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人们道德观念和道德
行为的巨大影响来认识问题。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之最基本、最显著的特点，
概括而言主要有三。其一，由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与信息工程日益社会化和普世
化，导致社会的公共化程度空前提高——一方面，社会的生活秩序、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观念
的公共分享范围，信息与行为的交流范围，各种人际、群际关系及其处理方式的透明和规范程
度，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在获得了空间上的空前扩展

的同时，其所具有的公共性和非一己私秘性也与日俱增，个人生活的时空维度显示出空前的公
共取向和公共意义。其二，法制和法治成为现实社会赖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础，“权利与义务对
等交换”正日益成为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原则。社会生活的公共化程度必然呼唤和要求以制度
化、规范化和秩序化与之相辅相成，由此导致对国人行为的普遍同质化的规范约束：无论你从
事何种职业、出身何种民族、属于何种性别，只要你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国家、甚至同
一个星球，你就要遵守你作为社区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或者作为地球公民所必须承担的义务，
当然，与此同时你也合法地拥有作为社区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或地球公民的相应权利。其三，
由于上述两点特征的强大作用，当今国人的身份或角色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即：你、我、他或
她，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多地以社会公民的身份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身份生活于社会之中，社会公
民成为每个人的基本角色和身份。

上述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基本而显著的特点，势不可挡地对现今国人的
道德观念和伦理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使人们的道德生活的基本范式已然或正在发生

着颇具根本性的转变。首先，自然经济、封建政治和传统文化条件下形成的那种基于自然等级
结构和血亲人伦关系要求的个人内省主导型美德，已经让位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文化
环境下基于社会公共制度和个体社会身份或角色要求的社会规范主导型伦理，个人美德的主要
内涵已经转换为作为个体的社会公民美德。因此有其次，个体道德生活的实践情景更为开阔和
复杂。与几十年前相比，当今国人的道德生活实践不再限于诸如家庭人伦和较小范围的自然伦
理关系，而是在更加广阔复杂、因而也更具有不确定性或更具变动性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展开。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今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产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即：它不再是
基于自然血亲人伦之等级结构的天然不平等的权利分配和道义承诺，更不是基于这一天然合法
化的自然价值等级结构之上的“主-奴关系”式伦理，而是基于现代自由、民主和平等之现代
价值观念之上的新型伦理道德。换言之，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和伦理合理性不再以伦理等级权威
为判断标准，更不能屈从于封建权威主义的政治命令，相反，必须以社会公共认同的社会伦理
规范为基本评价尺度，最根本的是以是否有利于人自身的幸福和发展为终极圭臬。因此，对于
当今国人来说，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孝’、‘仁’、
‘义’，而是公平的正义、人格的自由与尊严、人际的平等和宽容、为人处事的正直与诚信，
以及社会责任与公共爱心。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当我们说当今中国的社会伦理因社会公共化和法制秩序化程度的
提升而具有了更为普遍和确定的规范性约束时，并不是说当今国人只需要被动地服膺社会公共
伦理规范便可万事大吉。恰恰相反，由于这些普遍的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是建立在自由、
平等和公正的价值基础上的，因而必然意味着：它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人个体的道德参与和
价值认同（否则它就与权威主义道德没有区别，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普遍的道德效力），更需
要每个国人自身在丰富多样的道德价值中做出理性自主的自我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
伦理责任，更需要每个国人在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意识、确立和追求自己的生活目标、 实

现自身的价值。正由于现代社会既是一个秩序化的公共社会，也是一个开放竞争、公共领域与
私人领域明确界分的法治自由社会，所以，对每个公民来说，虽然在事关法律的事情上有着种
种明确且刚性的许可或禁忌，足以规范人们的言行，但从道德的领域来看，情况则全然不同：



在这里，不存在从什么永久可靠的伦理依赖，而只有需要付出道德责任承诺的道义约束;  不存

在如传统社会的伦理长辈或政治权威那样天然赋予的道德资源和伦理优势，而只有靠自身的道
德资源积累才能使自己获得为立足于现代社会所必须的道德资本。况且，任何社会伦理规范首
先也是公民共同创建的结果。

身处上述现代社会道德生活境况之中，当今中国公民的道德推理方式也表现出与其在前现
代社会中极不相同的基本特点。要而言之，其基本特点大体有三。第一，重视独立自主的理
性思考。在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等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雨露滋润下，如今大多数国人在面临
需要处置的道德情景并为之进行道德推理的时候，越来越诉诸于自己独立自主的理性思考，越
来越习惯于在自己头脑中问几个“为什么？”，并且只有在对这些“为什么”给出令自己满意
和信服的答案之后，才会做出一定的道德决断和行为抉择，很少盲从于外部道德说教或传统道
德权威。这一点不仅在当今中国公民为处置其所面对的“横向”道德关系（例如在处置与自己
角色地位平行的同事、朋友、邻人等等的道德关系）时所进行的道德推理中表现突出，而且，
即使是在为处置其所面对的历来被视为最容易受传统权威主义道德支配的“纵向”道德关系
（如与上级领导、与自己的家族长辈等等的道德关系）的时候，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第
二，重视对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做基于个人主体理由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考问，只有
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问的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才可能被自觉奉为个人道德决断和行
为抉择所遵从的道德律令。本来，诚如麦金太尔所说，任何先在于道德主体的普遍的伦理道
德规范和原则，其之所以能够被作为现实具体的道德主体的“我”选择和接受来作为规
范“我”的行为的权威性原则，就在于其能够经得起“我”对“选择它们的理由”的追

问，“当且仅当这些理由是充足的理由，这些原则才会具有相应的权威”。[6]所以，作为一
种自觉、自律的行为，任何理性的道德推理过程都理所当然地本该包含着主体从自身立场出发
所做的对普遍伦理规范或普遍道德原则的主体必然性和合理性根据的追问。但是，在封建伦理
秩序观念和权威主义道德观念盛行、独立自主的理性思考尚未蔚为风气的前现代中国社会中，
事情却并非如此。如今，随着国人自主理性观念的觉醒，其道德推理方式中也便有了这第二个
特点。第三，“权利与义务对等交换”的公平观念和“合理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在道
德推理中越来越普遍地具有支配性地位，从“权利与义务对等交换”的公平观念和“合
理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出发，来判断既有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是否具有基于其个人自
身理由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根据（即所谓道德原则的主体必然性和合理性根据）、是否应
当被遵奉为道德决断和行为抉择所应遵奉的道德律令，成为日益普遍的道德推理思维方
式。

受上述社会道德生活境况和主体道德推理方式特点的影响，在当今国人心目中，不仅诸如
康德所说的基于 “人类良心”之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律令因为“缺乏”明显或可直接体认的

基于道德主体个人的理由、亦即因 “缺乏”与上述公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直接对接关系而显

得虚无缥缈、苍白无力，即使是诸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类更具现实功利色彩的道德
原则和道德律令，似乎也于己遥远、缺乏现实道德说服力和约束力。在此情况之下，现实的公
民道德建设谋划要想富有实效，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具有主体必然性和合理
性根据的、能够与上述现代公平观念和价值观念相对接的道德原则，作为规范和鞭策人们的行
为走向道德之善的基本道德律令。“责任律令”亦即 “尽己之责”，便是这样的道德原则。

因为，“责任”是由主体的角色身份、由主体自身的权利和能威所决定的“份内应做之事或为
没有做到份内应做之事所应承当的道德过失”，每个道德主体都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担当一定
身份角色、具有一定权能和利益需要的人，因而，每个道德主体都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尽己之责”作为每个公民应当遵从的普遍道德律令，便既具有普遍、充足且容易为作为道
德主体的个人所体认的基于个人自身的理由，也实现了与“权利与义务对等交换”的现代公平
观念和“合理利己主义”价值观念的理论对接。而加强公民道德责任意识建设，则正是为促成
公民自觉践履“责任律令”所必不可少的事情。

 
三、加强公民的道德责任意识建设，以高度自觉的公民主体道德责任意识来促成高度自觉

的公民道德自律行为，也是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尽可能有效地克服当前公民道德状况中的
许多不良问题所必须特别重视和着力解决好的一项突出任务。

 

 重视和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历来是新中国的执政党、人民政府和伦理道德理论界十分重视
的一项工作。其中，《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实行和“以德治国”方略的明确提出，
以及最近在全国范围普遍掀起高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都是这方面工作的典型集中体现。



可以说，遍观世界各国，如此重视其公民道德建设的党和国家并不多见。同样可以说的是，尽
管时止今日在人们中间仍然不乏有关当前我国公民道德究竟是处于“爬坡”还是“滑坡”之中
的见解争论，但是，有一点却是勿用置疑的，即：如果不是囿于陈腐的前现代道德评价标准来
看问题的话，那么，应当说，经过多年来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特色社会现代化前进的步伐，如今中国公民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水平，比之于几十年前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诸如前述公民在道德问题上的主体理性的觉醒和现代公平观念的凸现，
就是当今中国公民之现代意义上的公民道德进步的重要标志。

不过，同时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今我国公民道德状况中确实存在不少需要正视和努力
克服的不良现象，公民道德的实然水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社会对公民道德水
平的应然要求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距（限于篇幅，同时考虑到人们对当前社会中的道德不良
现象的熟知程度，这里似乎没有必要对这方面问题做一一列举）。造成这些道德不良现象的原
因固然是复杂多样的，但也确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指出的那样: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的淡漠
和缺失，是导致这些不良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有些公民由于缺乏职业道德责任意
识而或者玩忽职守、或者渎职腐败; 有些公民由于缺乏社会道德责任意识而或者只想索取不
想奉献，或者只讲权利不讲义务，或者目睹危害社会公正和公共安全的无良甚至罪恶行为而无
动于衷;有些公民因由于既缺乏环境道德责任意识和资源道德责任意识、又缺乏代际道德责
任意识和人类道德责任意识，导致或者为了局部和眼前利益而不计后果，肆意进行破坏环
境、掠夺资源式的开发，或者目睹环境受损、资源浪费而虽明知自己只需举手之劳便可制止却
置之不理，或者只图一时一己方便而置公共环境卫生于不顾，随意制造污染或抛扔垃圾; 还有
些公民甚至缺乏基本的婚姻和家庭道德责任意识，视婚姻如儿戏，置家庭成员艰难困苦于不
顾;……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针对此类现象，高度重视、突出强调并着力加强公民道德责任

意识，以公民道德责任意识的高度自觉来促成公民道德生活实践的自律，显然不无紧迫性和必
要性。

 
（作者：高湘泽  浙江财经学院哲学与政治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系主任，中国人学学

会理事，原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杭州  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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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英文题目和内容摘要
英文题目：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

Prominent Task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ivic Mo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英文内容提要：The moral subject’s Consciousness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means

the conscious awareness of the moral tasks that, correlated with the role , the
power and  the right of the subject, the subject shall fulfill and of the moral
fault the subject must burden with for having not fulfilled those tasks. Such a
consciousness shall and is bound to consist of two parts: one is the clear and
definite knowing and judgment of the moral tasks the subject shall fulfill, the
other is the rational justification of these tasks for the subject himself(or
herself). The increasingly free and democratic stat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ight/the power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ese citizens,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oral life that Chinese citizens have toda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 of
moral reasoning caused by that situation ,and the moral imperative that possesses
the most universal validity for Chinese citizens today, all these decided together
that we must give promine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if we hope to improve effectively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morality in China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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